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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李恒瑞教授在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讨论班”上的报告综述 

 
时  间：2011 年 12 月 23 日 

地  点：中山大学文科楼 226 

主  题：口述经历“一个草根的中原农村的碎片化记忆” 

主讲人：李恒瑞 

主持人：徐长福  

撰稿人：郑  镒 

 

应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邀请，广东省委党校李恒瑞教授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上午到中山大学哲学系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讨论班”的同学们作了

一次报告。这是一门由徐长福教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开设

的选修课，每年开设一次，每次设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为“经历与文献”，旨

在训练研究生既从学术文献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从人们的实际经历去研究马克

思主义。出于课程内容的需要，徐长福教授以实践哲学研究中心的名义请李恒瑞

教授到课堂上为同学们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生活经历。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

生、博士生及进修教师共十三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徐长福教授首先为同学们介绍了本次主讲人李恒瑞教授。李恒瑞教授是毕业

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知名学者，曾长期担任广东省社科联领导，经

常受邀回母校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答辩等学术活动。随后，徐长福教

授又向李恒瑞教授介绍了这个讨论班的基本情况，特别强调了“经历”对研究马

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对抢救老一辈的集体记忆的高度关切。他指出，“文

献”与“经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应有的两个基础。其中，“经历”除了包括流

传下来的各种形式的史料外，还包括直接口述的材料。只有将“经历”与“文献”

参照起来，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形成比较平衡的认识。但现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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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同学在当今的宣传舆论体制下，对过去的很多事情都集体遗忘了，因而在做

研究时只能从那些书本的东西出发，导致了很多认识偏差。所以，老一辈学者需

要做一些事情来帮助年轻一辈传承我们的集体记忆，让年轻人知道老一辈过去实

际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再将这些经历拿去跟流传下来的官方文献的说法加以对

照，然后得出自己的学术判断。虽然老一辈的学者们都逐渐退休、离开讲台了，

但现在我们把这方面的事情做起来，还算来得及。最后，徐长福教授对在场同学

作听课要求，并宣布由李恒瑞教授主讲本次课程。 

李恒瑞教授的口述题目是“一个草根的中原农村的碎片化记忆”，主要讲述

自建国初期至 1963 年他本人在河南农村所经历的真实事情。根据口述内容，可

粗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李恒瑞教授介绍个人情况及选题原因。李恒瑞教授 1945 年出生，

其记忆与新中国的成长同步，因此他经历了新中国几乎所有的运动，有着丰富的

人生阅历。他也非常乐意与大家分享这些经历，还打算在有生之年写一本书《不

是传说》来回忆往事，并将在本书的封面上写下“相信哥，哥说的不是传说”，

以此表明书的内容都是其个人的经历，都是真实的事情。 

本讲的选题包括“碎片化”、“中原农村”、“草根”等关键词。李恒瑞教授对

此一一说明。由于他对不同经历的记忆有程度之别，就很难连贯成系统的东西，

因此是“碎片化的”。之所以说是“中原”，因为他是河南南阳人，是中原人。在

此，李教授还纠正了大家的错误常识并指出南阳属于南方地区，是“南方的北方，

北方的南方”。李教授认为，得益于南阳的特殊地理位置，他的回忆有着相对更

广的代表性。对于“草根”的定位，李教授指出，他虽然戴个眼镜，脸白白的，

但确实是百分之百的农民出身，就是没有任何背景和后台的草根阶层。 

第二部分，李教授简单讲述了他对解放前的回忆并介绍了所在村庄的基本情

况。当时解放军在他家住，戴草帽，背着枪，还支着大锅做饭。他们总是给他些

吃的东西，对他很好。在 1949 年前后，他的老家农村很穷。当时村里有 49 户，

除了 1 个大地主和 1 个小地主之外，其他都是贫苦老百姓。到了“青黄不接”（3

至 5 月）的时候，很多人的家里是揭不开锅的。但他家是中农，所以家里的温饱

没有问题。 

第三部分，李教授讲述了他对土改时期“划成分”的回忆。新中国成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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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广泛开展土地改革。土地工作队到了他们村来，就有一位队长住进了他家。

按当时的规定，土改工作人员是不能住在中农家的，但由于他家人缘好，且有一

位投身革命的伯父，所以队长便合理地住在他们家。随着工作队的到来，土地改

革在他的村庄正式进行。土地改革在农村的措施，首先是划成分，就是区分以下

几个层次：雇农、贫农、下中农、富农、地主。在划分过程中，村民对于将李教

授家划分为中农的看法有异议，争议点就在于他家雇了一个长工。但这个长工有

特殊性：当年，一个十五、六岁的流浪儿到了他家，他的父母不忍心任他漂泊，

就收留了这个流浪儿，让他在家里帮忙干活，这个流浪儿就是他家的长工。后来，

他家还给这个长工出彩礼娶了一房媳妇，之后还给了长工两间房子。工作队知道

这一情况后，又考虑到他家因一人投身革命而缺少一个劳动力，最终将这位长工

定性为“填补劳动力”的情况，故将他家定为中农。李教授认为，这个划分对他

非常重要，否则他就没有今天了。 

与此相关的是，李教授谈到，他家的社会关系是很复杂的。他的姑家是地主，

而他的舅家是贫农。姑家是一个穷村庄里的地主，实际上，姑家的家庭情况并不

如李教授自己家的好，比如，姑家经常在过年时到自己家借粮食。尽管如此，由

于姑家的土地是出租给别人种的，并且较同村村民相比是比较富裕的，因此姑家

就划分为地主。对此，他的姑夫感到不公便向土改队发牢骚，但组织以其“破坏

土改”的罪名将其枪毙了。而他的舅家是一个富裕村庄中的贫农，而且是正宗的

贫农。实际上，舅家的生活状况比李教授家中农的生活还更好。这就说明，村庄

和村庄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彼此是不能互比的。当然，复杂的家庭关系并未对李

教授带来很大的影响，虽然姑家成分不好，但是舅家是贫农，二者中和之后他的

家庭关系就属于中间状况了。 

第四部分，李恒瑞教授讲述了他对土改政策及其影响的回忆。他谈到，土改

的时候，最受益的就是穷人。穷人平均分得了国家所没收的地主土地，而地主则

保留一份与贫农人均一样多的地并且自行耕作。土改时，对于富农的政策是“富

农不动”，也就是说富农是受保护的。因为富农雇工，雇工是带有资本主义成分

的，富农是资本主义成分的农民，比较先进，地主才是真正封建社会的产物，所

以当时要保护富农。李教授对这一定性表示认同。但他也指出，富农在后来就不

受保护了。在谈到土改“依靠贫下中农”的政策时，李教授表示认可这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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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消除其绝对化的一面。他指出，地方政府有时候执行中央政策时会搞绝对化。

比如，贫下中农里面有些人是赤贫，就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很困难的人，但并不

是所有赤贫的、没钱的人都是很好的，有些人是因为赌博变成赤贫的。李教授以

自己的远房亲戚为例，指出这位亲戚就是因为赌博和吸大烟把原有的地输光了而

成了赤贫。土改时，由于这位亲戚“最穷最革命”，组织还让他当了村干部。据

此，李教授指出，赤贫的人不一定都是好的，对于他是怎么变穷的问题，我们应

当搞清楚才行。总之，“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的阶级路线总体是

对的，“依靠贫下中农”，就是依靠多数，这没有错。但是，地方上具体执行这个

路线时就会出现偏差太大的情况。另外，当时的政策也是一下左，一下右，不稳

定。对此，李教授用一个比喻形象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很多政策是，经是好

经，但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而有时候，经本身就有毛病，就不能责怪具体执行者

了”。最后，李教授提醒同学特别注意一点，中国土地政策在土改时是将土地分

给农民，土地是私有化的。而苏联当时是宣布土地国有化，中国没有。到后来，

国家搞合作化，就把土地变为集体所有。所以从那时起，我们中国的土地都是集

体所有，不属于某个人。 

第五部分，李恒瑞教授介绍了合作化时期的几个阶段以及他对“人民公社”

的看法。他认为，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做到了土地的平均分配，这

个情况本来可以稳定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党可能是急于过渡，就在农村搞集体

化运动，或者叫合作化运动。合作化运动，按其先后顺序经过了互助组、初级合

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几个阶段。他认为，合作化运动初期，我们是按

商品经济原则来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因此初期的做法是比较稳妥的。在他看来，

列宁“新经济政策”大体上也是这个思路。但是到合作化运动的后期情况就变了。

当时党号召大家要一致向社会主义过渡，搞高级农村合作社，就是把几个初级合

作社并到一起，规模变更大，最终发展成为 1957 年下半年至 1958 年的“人民公

社”。 

对于“人民公社”的出现，李教授指出，河南人因此立了大功。全国第一个

人民公社就是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很多合作社合并成一个大社，甚至一个乡、

一个县并成一个大社，规模很大，所以就叫“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是河南人发

明的，毛泽东采用了。人民公社是个政社合一的组织，就是说，人民公社是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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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单位，又是最基本的政权。当时口号就是，“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一体化、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人民公社的性质，就是人民的土地统统归公，耕牛农

具也统统归公，都是集体的。农民个体种地没有了，农民想个人养牛，不能养，

都得集中到公家养。农民就只是干活，集体耕作，并因劳动力等级及劳动时间获

得相应工分并累加。到了年终，结算出一个生产队一年的总收入和支出，交完公

粮，留够下一年的种子、饲料等，对剩余收入进行平均分配。但这个钱是字面上

的，实际上由于要扣除口粮，所以最后到手的现金很少。以李教授自己家为例，

他们一家人一年最后年终结算就是几十块钱，而这就已经很不错了，有的人还是

负债，不仅没有钱，还欠债。 

对此，李恒瑞教授指出，人民公社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大锅饭的问题。根

据他对本村情况的了解，公社化的时代，人民生活质量是下降而非上升，合作化

的几年是越搞越穷。他认为，农村集体组织“公”的成分越高，农民吃的、挣的

越少，这是有规律性的。他以自己家为例指出，解放初土改那两三年是他家的黄

金时期，那时候他家吃得饱，还能吃到细粮，那时他们的生活比较好。到了互助

组时家里的生活也没有问题。可到了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家里的生活就一

年不如一年了。据他的回忆，自从人民公社化以后，他就没有什么时候吃饱过。

一天到晚嘴巴很馋，因为没有肉没有油，吃饱了很快就饿了。 

第六部分，李恒瑞教授重点讲述了大炼钢铁和“浮夸风”盛行的具体事例，

并对此进行了反思。他指出，1957 年，随着“人民公社”的出现以及粮食亩产

“放卫星”的浮夸风盛行，全党头脑发热。当时的说法是“我们解决了通向共产

主义的桥梁问题，现在我们要加快速度向共产主义发展”。因此，党提出了“15

年超英赶美学苏联”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就要在钢产量的问题上突破，

因此党提出钢产量“奋战一年，翻一番”，也就是说，钢产量要从 1957 年的 560

万吨增至 1070 万吨。党随即发出“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并迅速得到全国各

地的积极响应。以他的村子为例，为了收集铁矿，各家的锅、锁、拉扣等都被工

作队收走，而他家唯一幸免的就是其母藏起来的一个铜脸盆。为了搜集燃料，人

们决定以木炭代替焦炭，因此大量砍伐树木，再烧成木炭。村子、学校、各机关

等到处都架着炼钢炉，村村点火，四处冒烟，全民炼钢。像他这样的学生也要参

与其中。由于饿得不想干活，学生就想到了借口上厕所去休息的办法。不仅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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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炼钢铁，所炼的钢铁还要支援县里面炼钢铁，因为县里面的锅炉没有原料

了，需要下面支援。当年没有汽车，“支援”全靠人力。学生们抬着或者挑着炼

好的钢铁，冒着雨步行 40 多公里往南阳县城送去，那时候的说法是“报喜”。李

教授回忆道，这一路走得非常辛苦，大家早上出发，晚上才到南阳。在路上，尽

管他饥肠辘辘、脚上起泡，也要坚持走。等到返程的时候，老师看他辛苦，就用

单车驮他回去。李教授继续说到，那年官方说法是“包括粗钢在内，全国达到了

1070 万吨钢”，但在他看来，其中至少有 40%-50%是没有用的，所谓“粗钢”其

实就是废钢铁。 

对于“浮夸风”，李教授指出，“浮夸风”表现在农业上，就是虚报高产。下

级向上级汇报产量的时候，只能讲大数，如果报的产量比别人低，那就可能要被

追究责任。李教授谈到，有一次，他们村的队长上公社开会去报产量，领导问各

个队长能高产多少斤，他们村的队长第一个报告说亩产 300 斤，第二个人随后报

告说亩产 350 斤，第三个人报告说亩产 500 斤……后一个报告人都比前一个说的

数字大。到最后，书记责备他们村的队长，认为他们最保守，应当反右倾、查问

题。然而，实际上，在当时那个条件下，亩产 300 斤已经是很不错了。李教授接

着调侃道，当时中国粮食亩产的第一颗“卫星”也是河南人的“创举”，《人民日

报》为此还在头版报道。当时，全国很多人都来参观这颗“卫星”。为了让大家

来参观，当地人就把附近的小麦集中起来，把小麦一捆捆地捆好，密密麻麻地堆

成一亩地，小孩都能睡在上面。这就是“浮夸风”的典型。当时，地方上都在讲

大数，因为上级的压力比较大，没人敢实话说自己拿不出来那么多粮食，否则要

遭反右倾，要搞拔白旗、挨批斗的。这种下级报大数的后果，就是上级会按照所

报的大数来征收公用粮，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很多地方缴粮之后无粮可吃、甚

至欠粮的情况。但是，对于地方上报上来的大数，中央当时很相信，甚至在考虑

如何解决粮食过多的问题。因此，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上级依然要坚持办食堂，

做到吃饭不限量。这就促成了“蒸发糕”的产生，就是用一斤面蒸十斤发糕，这

种发糕膨胀得非常大，但里面全是泡泡。 

第七部分，李恒瑞教授围绕“打右派”的主题，回忆了相关经历，并再次对

“浮夸风”进行了反思。他先对“右派”做了解释，指出，“右派”又叫做资产

阶级右派。在解放初，资产阶级也属于人民的范畴，因此五星红旗有一颗小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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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资产阶级的，即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不能说“反资产阶级”，而是“反资

产阶级右派”。他继续回忆道，反右运动那时他还在读初中一年级。当时党号召

打右派，说法是“我们团结 95%以上的，剩下 5%左右就是坏的”，因此，打右

派是有指标的。对此，他举例说道，他老家某单位的书记，自己觉得单位的同志

都不错，都不是右派，就没有报右派。但上级则认为不可能没有右派分子，如果

没有右派就说明这个书记阶级立场模糊，得免职。书记坚信单位确实没有右派，

但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便把自己当右派报到上级，上级马上宣布他监督劳动。 

李教授接着讲了河南的另一“创举”——高中生右派。他舅家的远方表哥就

是高中生右派。原因是：当时社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他表哥就和当时的支部书

记争论“农民的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支部书记认为，农民积极性高，农业发

展形势很好，所以粮食肯定是吃不完。但他表哥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农民粮食

不够吃，很多村民到“青黄”的时候还在吃观音土、草根、树皮，粮食没有“吃

不完”的说法。这番争论的最后结论就是，组织上认定他表哥是恶毒攻击社会主

义，并考虑到其父曾当过伪保长，因此当了右派。从此他表哥上学没有希望，更

没有读大学的可能，能活着、能讨到媳妇就是幸运的。对此，李教授补充到，那

时候说“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农业生产上不去就是阶级敌人破

坏，就要斗“四类分子”，斗“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右派）。所以，他表哥那时候不能上学，在家里种地，一到运动来就被先抓来批

斗一通。他表哥熬到了 80 年代终于得到平反并由组织安排当干部，但一年后就

去世了。 

紧接着，李教授说起了初中老师打右派的事情。那时，刚上初中的他，觉得

自己的老师水平很高，因而很喜欢自己的学校。可不到两个月，老师们都不见了，

都成了右派，不能来上课，导致他们很多课长期没有老师上。最后上级才从其他

地方抽调了一些根红苗正的老师来上课，但他们的水平比“右派老师”差远了。 

在李教授看来，右派多数是大学毕业生、高中生，而旧社会的高中、大学水

平都很高，因此这些人是社会青年，也都是知识分子。可是，这些人却在我们国

家最需要知识分子的时候遭到打击。他认为，“反右”的最大后果，就是从此之

后人民不太敢讲真话。因为反右之前，党是鼓励大家提意见的，后来就秋后算账

搞“反右”，这就造成了很多不好的先例。而这一后果仍波及现在的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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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气。 

第八部分，李恒瑞教授围绕“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的问题，作了一系列回

忆。李教授指出，“三年”就是 1959、1960、1961 年，是老百姓饿死的时期，也

叫做“饿死人时期”。那时，他本人当时在上初中，1960 年他考上高中。当时官

方对这一时期的说法是“这三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但他对此并不同意。他认

为，当时确实有自然灾害，但是自然灾害并不是很严重。他同意刘少奇“三分天

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在 1957 年他初中一年级时，他是从家里面带着粮食、柴火、树枝、麦秸秆

之类的去上学。自己烧柴火自己煮着吃。当时他寄住在学校附近一个农户家，自

己一个灶，早上做完早操之后马上到住处生火做饭，吃两口后去上课。中午下课

又跑回来生火煮饭。但是吃的太少，上课没多久就会饿。这种生活大概持续了半

年多。到了 1958 年，国家规定不准个人开小灶，只能吃食堂、大锅饭，吃饭不

要钱。学校也是如此，但很快也没饭吃了，因此给学生供应一大锅放着青菜和几

根面条的清汤。学生排队捞面时，排在前面的捞的面条多一些，排在后面的就只

能喝青菜汤。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吃了。过节的时候，他们才能吃一次油

条，这就是高级享受。由于学生们很饿，就在晚自习回宿舍的路上偷吃地里的小

麦和豌豆尖。另外，学校还动员学生种莙荙菜，这种方法叫做“瓜菜代”，就是

用瓜和菜代替粮食。但菜没有油水也吃不饱，李教授的母亲就从公社食堂偷来红

薯给他吃，并给他一个盐巴土罐让他腌野菜来充饥。 

到了上高中时，学校要求学生不搞体育运动，多睡觉以保持体力，并且大力

种菜，同时还养猪和鸡。得益于学校校长的明智决策，高中的伙食比初中稍好一

些。到了节日时，学校杀猪分给每人一块肉，这让学生们兴奋不已。然而，更难

忘的是 1961 年他罹患痢疾的遭遇。那时他瘦得皮包骨头，也没钱买药吃，得痢

疾是很危险的事情。幸好有一个化学老师，带他到饭堂一起吃自己的那份饭菜。

由于教师小灶吃得比较好，他大概吃了一个多月，身体就恢复了。在这个时候，

老师劝他回家休养，等课堂正常教学之后才回校。因此，李教授回家休息。他听

说吃马齿苋能治痢疾，于是，他在家里把马齿苋既当菜又当药，吃了很多马齿苋

后，痢疾好了。 

在李教授看来，与中学时“挨饿”的生活不同，1963 年以后在中山大学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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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粮食不限量”，每顿四两米、一块肉或者一条鱼的生活就让他非常满足，而

在中大的第一年间，他便长了 10 公分。 

李恒瑞教授接着谈到，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村庄在一年里有三个月没有粮

食吃。村民们就吃草根、树皮、榆树叶、野菜。公社食堂还想办法从榨油厂拿来

芝麻麸、花生麸，冲成糊给大家喝，或者从酒精厂收来酒糟分给每人吃一点。当

时，村里的队长还组织大家在外人不知道的一块肥地里种植红薯，并对上级隐瞒

了此事。晚上，队长组织村民去挖地里的红薯、红薯叶、红薯茎，藏在红薯窖里。

在完全没有粮食吃的那三个月，他的村子上至少还吃得上红薯叶，其他村子就更

没东西吃了。比如，紧邻的方城县就饿死了很多人，新坟都能将村庄围住。也因

为这种差别，周围村子有很多人带着姑娘来找人家，就此解决了他村上几户老光

棍的问题。 

李恒瑞教授认为，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有体制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全党

不讲真话，盲目乐观极端冒进。对于当时国家还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现象，李教授

解释道，这是因为：尽管有一部分干部是比较糟糕的，但是总体来说当时的干部

和老百姓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化。他认为，党的领导，只有同时具备路线合

理和作风过硬这两个条件，才能让老百姓持久地和领导干部同甘共苦。 

此后，李恒瑞教授简单介绍了 1963 年以后党对人民公社化体制做出重大调

整并积极促进生产等情况。他还提及从 1965 年开始的各种“运动”，如农村四清

运动、社会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但李教授说明，由于时间有限，这些将不

作为本次内容，至此，本讲内容基本完成。 

紧接着，在座的同学积极围绕李恒瑞教授的讲述提出问题，李恒瑞教授对这

些问题一一予以回应。 

首先，进修教师黄筱纯问道，土改划分土地的时候，肯定存在有好地、也有

坏地的情况，比如，你分到好地，我的是坏地，我就肯定会有意见。当时对此是

如何协调的？会不会有农民不接受？另外，从不同的地主手上没收的土地，会不

会比较零散？ 

李恒瑞教授对此回应道，贫农分的地是好坏搭配的，首先会统计你这个村子

里有多少较好的地，有多少差地，分地的时候会好坏搭配。由于分地之前的土地

数量较多，所以，每个农民分的地也确实是比较零散，可能是东一块西一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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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同一个人的地一块在村头，一块在村尾。但是农民对此都能接受。贫农原来

是没有地的，现在农民有地了，因此不管土地好坏，只要他们能下地干活就很高

兴了。 

随后，2011 级硕士生郑镒问道，老师之前所说的铜脸盆是如何藏起来的？

另外，工作队是不是像抄家一样到农民家里翻找铁制品？ 

李恒瑞教授对此回应道，那个铜脸盆，最初是洗脸用的，但这个盆在三年困

难时却救了他们的性命。那时候政策是不准个人开伙，家里的锅、铲等等都统统

上缴，但是，在公共食堂经常会没东西吃或者吃不饱，一天到晚饥肠辘辘。那时，

他们下地干活时就偷一个红薯或者藏个苞谷把儿带回来。或者，在经过放学路上

的麦地，他就顺手抓一把成熟的麦子捋一捋、揉一揉、在手里吹一吹，偷来些囫

囵的麦子。到了晚上，一家人就偷偷地烧点柴火，就用铜脸盆煮点东西，只是稍

微煮一下后，每个人吃两口就睡觉，虽然只吃了两口，但是有这一点就好一些，

不然就睡不着觉。庆幸地是，后来这个脸盆一直没有被发现。至于抄家的问题，

当时确实有工作队来缴收，但这不叫抄家，就是有人来检查看你的铁制品是否都

完全上缴。那时，我妈妈把这个脸盆放到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因此就没被发现。

当然后来食堂解散了，可以自己家做饭了，这个脸盆就没问题了。 

接下来，2011 级硕士生覃万历谈道，他也有河南同学是地主家庭的，听同

学说过，当时家里的地主和雇工的关系不是那么敌对的，比如同学家里的长工和

他爷爷就是朋友。 

李恒瑞教授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这种情况是很多地方都是有的，只是说

那时候的人们总是把事情搞得很绝对。比如说，划阶级成分，在原则上“阶级”

这个概念是需要的，阶级分析这个概念不能没有，但是不能完全用阶级分析法。

所以，应当将阶级分析法和利益群体分析法两个分析法并用。但当时的人们喜欢

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这是最大的毛病。共产党讲阶级斗争，西方社会也

在讲阶级斗争，美国人占领华尔街就表明他们也在讲，总之讲阶级没错，但你不

要扩大化、绝对化。比如像万历所说地主与长工的关系，是有朋友关系。李恒瑞

教授以自己为例谈到，他自己家的长工实际上和他们也是像亲人一样。在合作化

时期，由于长工是正宗的贫农，所以组织对其很信任，让他长期当仓库保管员。

每次他回家，长工都来看他，把他拉到一边，偷偷地从包里面拿出来一包芝麻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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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除此之外，长工还经常从仓库里偷点东西送给他们。李教授还谈到，这个长

工喊他父亲为爷爷，虽然长工年龄比他大多了，长工自以为是较晚进家门的，应

当降低一辈才合适，因此将他称为叔叔。总之，大家的关系是很好的。李教授对

此还开玩笑道，要是按照阶级斗争的话，这个长工就是阶级立场模糊。同时，他

指出，人性中存在无阶级差别的共性，阶级性和人性不能截然分开，或者说二者

是很难分得很清楚的。因此，他主张，阶级斗争不能绝对化，阶级也可以和谐共

处，阶级斗争之外还有阶级合作、阶级协调，要看到这个问题。然后，李教授谈

到了台湾土改。他指出，台湾在两蒋时代就搞过土改，但和内地土改不一样，台

湾土改是很有意思的。台湾不是强制没收地主的土地，政府对于地主的土地采取

文明赎买的办法，给予地主相应的股票。农民的土地还是平等的，而地主也没有

被打倒，并且对地主的土地不是无偿没收。地主用这笔钱做生意，就成了工商业

者、企业家，毕竟地主的文化水平比农民高，但如果把地主土地全部都没收，地

主就很难生存。政府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其中一部分变成比较好

的工商业者，这对社会是很有好处的。总的来说，台湾的土改，不是把地主变成

农民，而是把地主变成工商业者，搞企业、搞商业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

用，这是台湾土改的优点。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大陆的土改。大陆土改的方式是，

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地主能够保留同样份额的土地，这在生产上使地主变

成劳动者，但是在政治上地主却得到了不恰当的对待。在李教授看来，确实有一

些地主是为富不仁的，而另一些地主却是很开明的，他们的心肠还是比较慈悲的，

因此不至于到了“剥削”的程度。然而，当时对此并不区分，经常出现批斗地主

却伤及无辜的情况。比如说，当时的说法是，地主是可以教育好的，但实际上，

地主的孩子要上高中连政审都过不了关。在此，李教授举例道，他的一些初中同

学是地主家的，成绩很好也没有用，政审不过关高中就不录取。另一方面，高中

要是录取地主的孩子，那学校也要挨批评的。这就是很大的不公平。 

2010 级硕士生孟祥龙接着谈到，以前听过他奶奶说，在三年困难的时候，

很多刚生出来的小孩活不下来，人们就把小孩的肉扒下了吃。 

李恒瑞教授对此回应道，他听说过，但并没见过。因为他们那个村不会出这

种事。同时，吃人肉是中国人的传统，在一本叫做《历史不能细看》的书，就说

到西北军阀混战、抗日年代等等时候，人吃人的事情很多，所以三年困难时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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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这个情况。 

随后，2010 级博士生林福山问道，除了吃的问题，当时的保暖问题是如何

解决的？ 

李恒瑞教授对此回应道，当时都谈不上保暖，他们村子最冷的时候一般是零

下一二十度。那时候，由于南阳是属于长江流域，冬天不供应暖气，农民冬天就

穿着棉衣棉裤，就是光腿筒棉裤，里面不会穿衬裤，也没有毛裤，连秋裤都没有，

更没有皮带，因此不能像红军长征那样饿了可以啃皮带。农民冬天就用一个布绳

代替皮带，再冷的话就把裤腿口也用布绳扎住。再穿个棉鞋棉靴，上身穿着一个

袄，袄里面穿这个衬衣或者不穿衬衣，就这样过冬了，没有帽子，也没有围脖。

这些都不是市面上没有，而是买不起，以至于等到他自己上了高中才知道什么叫

做绒衣、毛线衣。在此，李教授又补充了他的父亲在水库做工的经历。在 1958、

1959 年，他的父亲被安排去修水库，而他上学没有学费便去找父亲。走了三十

华里到水库找到父亲，可父亲没钱。那时，家里的长工在水库的饭堂做饭，把他

叫去给他塞了三个窝窝头，让他赶紧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他没拿到钱气得哭了，

而三个窝窝头都冻僵了啃不动，脚上的布鞋踩在雪上湿了，耳朵也冻得通红，但

他还是咬着牙回家。第二年，由于工地没饭吃水库下马，并没有完工。那时候，

政府不管，也没有车子送的，宣布解散后大家就各自回家。他父亲也没有得到工

钱，因为共产主义时代没有工钱。由于饥饿无力，父亲用了整整一天，从水库走

了十五里路，到李教授的舅舅家。到了舅舅家以后，舅舅还以为面前的这个人是

从哪里来的乞丐，当父亲报出姓名之后舅舅才认出来。父亲在舅舅家休息了三天，

第四天才回家。李恒瑞教授对此感慨道，现在的农民要是遇到这种事情早就要求

政府赔偿了，但是那时候根本没有赔偿费的观念，更没有人权的观念。 

在讨论的尾声，徐长福教授做了简短的总结，指出，李恒瑞教授讲述的经历

非常丰富、也很典型，并且相信同学和他一样有很多收获。最后，他代表同学们

对李恒瑞教授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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